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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推动城市群平衡发展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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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的增长极对城市群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已有文献研究，从中心对

外围、中心与外围以及城市群整体三个角度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说，在利用全局主成分方法测度京津冀城市群

地级以上城市的平衡发展水平后，进行实证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 ( 1) 中心城市的综合示范效应与

城市群全部个体的平衡发展指数具有明显的“U”型关系。( 2) 在中心与外围的互动关联中，中心与外围的经

济引力作用、中心城市的产业外溢效应、投资溢出效应的增强有利于推动城市群的平衡发展; 消费外溢效应

与外围城市的平衡发展指数呈“U”型相关性。( 3)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群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阶段性、负向

的线性相关，而资本流动与平衡发展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产业集聚仅能作为调节变量加强资本流动

对城市平衡发展的抑制作用。( 4) 等级越高的城市受到的中心城市综合示范效应、经济引力、产业外溢、投资

外溢对平衡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强，而来自中心城市的消费外溢效应对于第二梯度的城市平衡发展水平

的提高更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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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市群是由大、中、小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在空间上聚集形成，一旦满足要素集中、要素在空间的

有效流动及优化配置两个主要条件，城市群的经济效应就得到了实现［1］。作为中国 21 世纪经济发展

最为突出的经济体，我国的城市群现阶段发展主要体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上升为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的主

要矛盾使得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新动力已达

成共识［2］。
在理论上，本地化和城市化的空间经济活动的集聚会使企业获得正外部性［3］。但是，关于城市群

带来的集聚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存在争议，为此，Melo et al．［4］利用 Meta 综合分析了已有文献

后提出，集聚经济体的定义等因素是导致报告结果巨大差异的根源所在。一般认为，无论是哪种集

聚，都会给城市及城市群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如格莱泽［5］从人口集聚角度强调高密度人口的城市会带

来创新，也有国外学者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研究集聚［6 8］; 国内如李泽众和沈开艳［9］则发现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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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存在门槛效应，认为不同城市群不同的空间结构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与方创琳等［10］观点一致。
关于经济增长的来源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国内研究比较丰富。有的利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测

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演变规律［11］，更多的学者选择从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入手解释经济增

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12］，或通过研究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两极分化［13］。具化到城市群尺度，吴福象

和刘志彪［14］提出城市群通过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蒂伯特选择”两个机制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在其基础上，余静文和王春超［15］进一步从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进程加快两个层面研究了三大城市

群形成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强调了中心城市辐射效应的重要性和异质性。
城市群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相关研究目前不多，比较贴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理论上，空间

的不均质性导致优质的生产要素会流向大城市，因此会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陆铭［16］将平衡定义

为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非地区总量意义上的均匀分布，认为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必须要在城市“集聚”
的过程中实现，孙斌栋和丁嵩［17］则利用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据，证明了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具

有空间溢出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高等级的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影响，而行政边界造成的市场分割会

阻碍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由此佐证了陆铭［16］提出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机制在中国也是成立的。
以上的文献研究在方法、思路上各有所长。按照研究时间的前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趋

势———城市群与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具体以某一个或几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从区

域经济增长、区域非平衡、产业升级等角度研究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而关于城市群与区域平衡或非平

衡发展的研究较少且新，关于中心城市驱动城市群平衡发展的机制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尝试从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及拓展: ( 1) 基于文献，从中心、中心与外围、城市群整体三个层面提出机制假

说; ( 2) 建立地级以上城市层面的平衡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全局主成分法进行测度; ( 3) 实证检验假

说并对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检验。
二、研究假说

( 一) 中心城市的综合示范效应驱动城市群平衡发展

已有学者较早地发现北京的经济辐射能力不如上海强，推论可能是北京过强的政策偏向抑制了

城市群发展［15］，但张先锋等［18］的结论则与之相反，认为中心城市无论是作为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

对城市群的经济辐射能力大小相近。考虑到国内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普遍在行政、经济等方面优势集

于一身，尤其是对于中心城市来说，其经济性与政治性二者不可分割，其对城市群内部的其他地区或

城市具有综合示范效应，其发展功能主要体现在主导、协调、服务示范等方面，在城市群占有“窗口”
“龙头”的领导者地位和作用，在其通过集聚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会利用其自身拥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资源优势带来扩散效应。
这种综合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距离的远近。从区位角度而言，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的地区越容易受

到影响，发展模式、政策制定向中心城市看齐，中心城市的这种综合示范效应有利于影响并引导周围

地区的发展，加快城市群内部间经济的平衡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1: 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综合示范效应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平衡发展水平。
( 二)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互动关联与京津冀城市群平衡发展

尽管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能通过综合示范效应辐射周边地区驱动城市群的平衡发展，但其影响

范围毕竟有限，并不能覆盖整个城市群，因此也应该考虑城市间的互动关联推动城市群平衡发展的可

能。一般而言，中心与外围的联系越紧密，经济活动越频繁，越有利于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方面，生产

要素、人口、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的集中使得大城市在扩大城市规模、辐射影响的同时

更愿意通过建立副中心区把部分功能分散出去，或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把高污染的制造业企业迁

移到外围城市，中心城市有能力为外围城市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丰富的投资资

金。另一方面，外围城市通过获得来自中心城市的发展资源能够加快实现新的发展，减小与其他城市

的发展差距，外围城市的发展加快有利于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收敛速度，最终实现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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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缩小甚至趋同。
具体地，中心与外围的互动关联可以表现在: ( 1) 城市间的经济关系。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相互作用

力具体可用引力公式测算得到。( 2) 中心城市产业的外溢效应。城市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产业集聚，中

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对外围城市产生外溢效应，已有研究证明中心城市第二产业的发展能够正向促进外围

城市经济增长［19］，区域间产业互动关联仍以中心城市为主［20］。( 3) 中心对外围的投资、消费外溢效应。
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的增长极，人口密度的高度集中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仅能够为以资本密集型

产业为主、资本回报率高的外围城市提供投资，还能消化来自外围城市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城市间的良性

互动增强了地区间的紧密程度，实现了城市群发展的良性循环。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2: 中心与外围的经济联系、中心城市产业的外溢效应及投资、消费外溢效应加强了中心城市与

外围城市的互动关联，有利于城市群的平衡发展。
( 三) 要素流动、产业集聚与京津冀城市群平衡发展

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生产要素的投入带来产出的增加，在一般均衡下多种制造业产品在不同

地区的生产、消费的均衡决策最终导致不同地区的生产性分工，这种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功能分工，有

利于制造业企业自身发展［21］。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要素流动可知，要素流动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相

互作用下最终实现的均衡结果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集聚离不开的是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孙久

文和石林［22］指出城市的极化效应带来的要素集聚是造成区域非平衡发展的原因之一; 但张治栋和吴

迪［23］则指出，产业集聚与要素流动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地区平衡发展，也有学者强调产业集聚对要素

配置的作用［24］，或强调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倒“U”型关系［25］，为要素流动对区域平衡发展的机

制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 城市化的极化效应增强了中心城市对要素的集聚能力，经济资源要素的空

间聚集呈单方向流动，由此带来的经济集聚拉大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形成发达地区与落后

地区的两极分化，使得地方政府在“追求效率”和“追求平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当中心城市的产业

集聚能力达到一定的临界值，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时，过多的资本、劳动力会逐渐

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外围城市，减小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城市群开始由不平衡转向相对平衡发展。
考虑到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因此猜想要素的空间流动可能与区域平衡发展存在非线性的

倒“U”型关系。此外，产业集聚可能作为中间变量调节要素流动对区域平衡发展的作用。据此，提出

如下假说:

H3: 要素的空间流动与地区平衡发展可能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在要素的流动过程当中，

产业空间集聚通过调节要素的流动推动城市群平衡发展。
三、研究设计

( 一) 模型构建

根据假说 H1，构建基本的面板模型:

BDIit = α0 + α1Distanceijt + α2Zit + δi + ζt + εit ( 1)

其中，Zit为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规模( Govit ) 、人口密度( Denit )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it ) ; δi 为个

体效应; ζt 为时间效应; εit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假说 H2，设立的基准模型为:

BDIit = β0 + β1Xij，t + β1Zit + ηi + λ t + μit ( 2)

其中，解释变量 Xij，t包括经济引力作用( Rij，t ) 、产业溢出效应( Industij，t ) 、投资溢出效应( Investij，t )
以及消费溢出效应( Consumeij，t ) ; ηi 为个体效应; λ t 为时间效应; μit为随机误差项; 控制变量 Zit包括政

府规模( Govit ) 、人口密度( Denit )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it ) 。
根据假说 H3，设定具体的面板模型。
( 1) 关于要素流动与平衡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初步设定静态面板的单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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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it = μi + α'
1xit·I( Aggit ≤ γ) + α'

1xit·I( Aggit ＞ γ) + εit ( 3)

利用静态面板的门槛模型对要素流动与城市群平衡发展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产业

集聚作为门槛变量。
( 2) 关于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设立的面板数据模型为:

BDIit = γ0 + γ1MPFit + γ2Zit + v1i + ξ1t + ε1it ( 4)

Aggit = λ0 + λ1MPFit + λ2Zit + v1i + ξ2t + ε2it ( 5)

BDIit = ρ0 + ρ1MPFit + ρ2Aggit + ρ3Zit + v3i + ξ3t + ε3it ( 6)

对于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相协调的交互作用，在回归过程中加入交互项:

BDIit = θ0 + θ1MPFit + θ2Aggit + θ3MPFit × Aggit + θ4Zit + v4i + ξ4t + ε4it ( 7)

其中，产业集聚( Aggit ) 为中介变量; 要素流动变量( MPFit ) 包括劳动力流动( Laborit ) 和资本流动

( Capitalit ) ; Zit为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规模( Gov) 、人口密度( Density)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以及平

均地理坡度( AG) ; vi、v1i、v2i、v3i、v4i表示个体效应; ξt、ξ1t、ξ2t、ξ3t、ξ4t表示时间效应; εit、ε1it、ε2it、ε3it、ε4it为

对应的误差项。
( 二) 地级以上城市平衡发展指标体系及测度

从发展水平、发展结构以及发展功能三个一级指标出发构建的地级以上城市平衡发展指标体系，

分别对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产业能力及科技创新能力一共六个二级指标，下

设十六个三级指标，具体详见表 1。
其中，关于指标体系中资本产出比及泰尔指数的具体计算，需要做以下说明:

( 1) 资本产出比。由实际资本存量 K 与实际 GDP 之比计算得到。其中，关于资本存量的测度采

用永续盘存法，基本的计算公式为:

Kt = Kt－1 ( 1 － δ) + It ( 8)

具体地，本文以 2008 年为基期，实际投资 It 选取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乘以 GDP 平减

指数得到; 资本折旧率 δ 多选用固定折旧率，将其固定为 9． 6% ; 初始的资本总量 K0 用 2008 年的各地

级以上城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 10%得到。
( 2) 泰尔指数。采用三次产业产出增加值占比以及对应的就业人口比重来计算，公式为:

Theil = ∑ n

k = 1

yk( )y
In yk

lk
/ y( )l

( k = 1，2，3) ( 9)

其中，
yk
y 表示第 i 产业增加值占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yk
lk

为第 i 产业增加值与第 i 产业从业人员

之比，
y
l 则为该地区从业人员人均生产总值。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 GPCA) 构建时序表测度京津冀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平衡发展指数。对于

第 i 个正向指标，标准化原则为:

yi =
xi － minxi

maxxi － minxi
( 10)

对于第 i 个逆向指标，则有:

yi =
maxxi － xi

maxxi － minxi
( 11)

其中，xi 代表指标原始数值，yi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minxi 以及 maxxi 分别表示第 i 个指标的

最小、最大值，标准化后的指标值越接近于 1，表明地区发展越平衡，反之，则不平衡。
比较测算得到的京津冀 13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平衡发展指数大小，总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 13 个

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三个不同梯度等级: 北京、天津位于第一梯队，对推动地区平衡发展贡献最大，唐

山、秦皇岛、石家庄、廊坊位于第二梯队，在平衡发展水平( 指数为 0) 上下波动，相对稳定; 邢台、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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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等其他 7 个地级城市为第三梯队，没有对周边地区起到带动作用反而降低了地区的平衡发展水

平，三个梯队之间差距较大，对地区平衡发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的仅有北京和天津，石家庄作为河北

省省会城市对地区平衡发展贡献不大。

表 1 京津冀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平衡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属性

人均 GDP +
经济效益 社会劳动生产率 GDP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人数 × 100% +

资本产出比 资本存量 / GDP +
发展水平 人均道路面积 +

社会效益 每万人执业( 助理) 医生人数 +
平均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
居民消费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GDP × 100% +

经济结构 对外开放度
当年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 汇 率 /当 年 GDP
× 100% +

社会投资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GDP × 100% +
发展结构 人口自然增长率 +

社会结构 城镇登记失业率
年末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年 末 单 位 从 业 人 员
× 100% －

公共管理、社会 保障和社会组织人
员占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人员 /年末单位
从业人员 × 100% +

产业能力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 /GDP × 100% +

发展能力 泰尔指数
三次产业产出增加值占比以及对应的就业人口
比重( 具体计算见后文)

+

科技创新 研发投入
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 100%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人数占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人数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
× 100% +

( 三)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地级以上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水平( BDIit ) ，不再做具体说明。
2． 核心解释变量

( 1) 经济辐射效应( Distanceij，t ) 。公式为:

Distanceij，t =
lnpgdpjt
lndistij

( 12)

其中，j 代表中心城市; i 代表外围城市; lnpgdpjt为中心城市 j 在第 t 年的人均 GDP 的对数; lndistij
为城市 i 到中心城市 j 的地理距离的对数，为时变变量，其经济意义是，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的地区，受

到的辐射效应越大，反之，越小。
( 2) 经济引力作用( Rij，t ) 。利用修正引力模型的公式测算得到中心城市 j 与城市 i 的经济相互作

用力，公式为:

Rij，t = kij，t ( lnpit × lnpgdp槡 it × lnpjt × lnpgdp槡 jt ) / lndistij
2，

kij，t =
lnpgdpit

( lnpgdpit + lnpgdpjk )
( 13)

其中，lnpit和 lnpjt代表两个城市的年末总人数的对数。
产业外溢效应( Industij，t )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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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ij，t =
lnSecondaryjt

lndistij
× Distanceit ( 14)

其中，lnSecondaryij，t为中心城市 j 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形式。
投资外溢效应( Investij，t ) ，计算公式为:

Investij，t =
lninvestmentjt

lndistij
× Distanceit ( 15)

其中，lninvestmentjt为中心城市 j 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形式。
消费外溢效应( Consumeij，t ) ，计算公式为:

Consumeij，t =
lnconsumptionjt

lndistij
× Distanceit ( 16)

其中，lnconsumptionjt为中心城市 j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形式。
( 3) 产业集聚( Agg) 。利用地区制造业占比与全国制造业人员占比的比值表示:

Aggi =
eij / ej
Ej /E

( 17)

其中，eij / ej 为城市 i 制造业从业人数 eij与 j 地区全部就业人数 ej 之比，Ej /E 为地区 j 制造业从业

人员 Ej 与全国就业总人数 E 之比。
生产要素流动( Mobility of Product Factors，MPF) 包括劳动力流动率、资本流动率。劳动力流动率

( Labor) 用城市当年年末人口总数 Nit与上一年人口总数 Ni( t － 1) 之比减去人口自然增长率 ηit :

Laborit =
Nij

Ni( t －1)

－ ηit ( 18)

( 4) 资本流动率( Capital) 。利用城市个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相对变动表示:

Capitalit =
Iit

∑22

i = 1
Iit

－
Ii( t －1)

∑22

i = 1
Ii( t －1)

( 19)

3． 控制变量

( 1) 政府规模( Gov) : 表现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能力大小，用地方政府支出占地方 GDP
之比表示，政府的支出规模能够代表政府对地方发展的干预能力; ( 2) 人口密度( Den) : 年末总人口与

城市行政面积之比; ( 3)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 用年末城乡居民储蓄的总额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之

和与地方 GDP 总值相比得到。
根据现有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选取 2008—2018 年北京、天津、河北省以及省外边界地级以

表 2 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参数 参数

Distance 1． 335 6
( 1． 080 8)

－ 2． 510 8＊＊

( 1． 122 1)

Distance2 0． 976 9＊＊

( 0． 391 1)

GOV 1． 611 7
( 1． 102 9)

1． 770 5
( 1． 104 3)

Den 0． 001 2
( 0． 001 4)

0． 000 5
( 0． 000 8)

Finance 0． 088 6
( 0． 090 5)

0． 068 9
( 0． 097 6)

常数项
－ 3． 790 2*

( 1． 889 5)
－ 0． 539 6

( 1． 243 2)

R2 0． 788 0． 806 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国研网) 中的区域

经济数据库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

于个别缺失值，按照个体采取均值法补充。
四、关于中心城市驱动京津冀城市群

平衡发展机制的实证分析

( 一) 中心城市的综合示范效应驱动

京津冀城市群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基本的 Haus-
man 检验，对应得到的 p 值为 0． 058 0，在

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

设。然后，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采

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见表 2。
根据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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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数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加入二次项后，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均在 5% 的水平下显著，根据估计

参数的正负号系数判断，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与平衡发展指数具有明显的“U”型相关关系，进一步利

用参数计算得出“U”型曲线的临界值约为 1． 285，表明在低于 1． 285 的水平下，外围城市受到的辐射

效应越大，其对平衡发展水平的提高越具有边际递减的趋势。根据京津冀城市群 13 个城市的辐射效

应数值可知，除中心城市北京以外的地级以上城市，辐射效应均大于 1． 285，北京发展受自身综合效应

的负向影响。由此判断，中心城市北京对城市群内所有的外围城市当前的辐射效应的提高加快了区

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影响范围覆盖了整个城市群。
因此，根据结果，对假说 H1 进行修正: 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与城市群全部个体的平衡发展指数具

有明显的“U”型相关关系，对外围城市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 二)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互动关联驱动京津冀城市群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对不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分别进行 Hausman 检验后，分别进行面板数据的基准回归，得到

的结果见表 3。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 1) ( 2) ( 3) ( 4) ( 5) ( 6) ( 7)

R 0． 721＊＊ 1． 780 4 3． 029 0＊＊

( 0． 387 4) ( 1． 773 5) ( 1． 271 7)

Indust 0． 189 8＊＊＊ 0． 951 2＊＊ 0． 756 6*

( 0． 071 5) ( 0． 359 8) ( 0． 402 0)

Invest 0． 164 9＊＊ － 0． 387 4 0． 132 8
( 0． 073 6) ( 0． 388 7) ( 0． 464 9)

Invest2 － 0． 039 1*

( 0． 021 3)

Consume － 0． 059 5 － 0． 559 8＊＊＊ － 0． 552 8＊＊＊ － 0． 617 7＊＊＊

( 0． 076 3) ( 0． 119 7) ( 0． 083 6) ( 0． 125 0)

Consume2 0． 037 7＊＊＊ 0． 012 7
( 0． 007 3) ( 0． 016 5)

GOV 1． 646 8＊＊＊ 1． 652 7＊＊＊ 1． 705 1＊＊＊ 1． 749 0＊＊＊ 1． 930 1＊＊＊ 1． 230 2 1． 181 4＊＊

( 0． 529 0) ( 0． 521 3) ( 0． 524 7) ( 0． 542 0) ( 0． 495 7) ( 1． 236 0) ( 0． 493 8)

Den 0． 001 7＊＊＊ 0． 001 5＊＊ 0． 001 6＊＊＊ 0． 002 1＊＊＊ 0． 000 7 0． 000 2 0． 000 1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7) ( 0． 000 7) ( 0． 000 8) ( 0． 000 7)

Finance 0． 090 2＊＊＊ 0． 087 8＊＊ 0． 086 8＊＊ 0． 098 4＊＊ 0． 074 86* 0． 112 0． 105 0＊＊＊

( 0． 042 9) ( 0． 042 4) ( 0． 042 8) ( 0． 044 5) ( 0． 040 9) ( 0． 105 4) ( 0． 039 7)

常数项 － 2． 403 4＊＊＊ － 2． 748 9＊＊＊ － 2． 648 1＊＊＊ － 1． 401 4＊＊＊ 0． 050 6 － 3． 662 1＊＊＊ － 5． 633 3＊＊＊

( 0． 567 5) ( 0． 574 3) ( 0． 596 0) ( 0． 499 7) ( 0． 536 4) ( 0． 759 1) ( 1． 330 8)

R2 0． 787 1 0． 793 4 0． 789 2 0． 776 9 0． 815 8 0． 843 6 0． 848 4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模型( 1) 可知，中心与外围的经济引力作用( R) 越大，越有利于城市群的平衡发展; 模型( 2) 中，

中心城市的产业外溢效应同样对外围正向促进; 模型( 3) 中，投资溢出效应对外围平衡发展的促进作

用约为 0． 16; 由于模型( 4) 中消费溢出效应的系数并不显著，推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加入该

变量的平方项后，根据对应估计系数的符号方向、显著性可知，中心城市的消费外溢效应与平衡发展

指数呈“U”型相关关系，计算得到对应的拐点临界值的消费外溢效应水平约为 7． 42，即来自北京的消

费外溢效应未达到 7． 42 的水平之前，消费外溢效应的增加会抑制外围地区平衡水平的提高，当消费

外溢效应足够强且超过 7． 42 时，消费外溢效应推动外围地区平衡发展的作用边际递增。
比较模型( 4) 至模型( 7) 结果可知，目前中心城市消费外溢效应整体对城市群平衡发展起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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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心城市消费市场的外溢效应还不足够大到可以推动整个城市群的平衡一体化，中心城市的消费

外溢效应有待提高; 当在模型( 6) 中把所有核心解释变量的一次项加入时，发现个别核心解释变量的

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且投资溢出效应的系数为负值，与模型( 3) 的估计系数相反，加上要考虑到中心城

市的消费外溢效应与平衡发展指数呈“U”型相关性，在模型( 7 ) 中加入了投资溢出效应、消费外溢效

应的二次项，得到的四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一次项或二次项系数均显著，结合前面几个模型的回归系数

可知，中心城市的投资溢出效应与城市平衡发展指数明显具有正相关关系，前者对后者起到了促进

作用。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对假说 H2 进行修正: 在中心与外围的互动关联中，中心与外围的经济引

力作用、中心城市产业外溢效应的增强有利于推动城市群的平衡发展; 中心城市的消费外溢效应与城

市群个体的平衡发展指数呈“U”型相关性，投资溢出效应与城市平衡发展指数则具有正相关关系。
( 三) 要素流动、产业集聚与京津冀城市群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表 4 门槛值的检验及确定

变量 单门槛 双门槛 三门槛

Labor 7． 486 2＊＊ 7． 486 2＊＊＊ 7． 486 2＊＊

( 1． 697 9，7． 486 2) * ( 1． 697 9，7． 486 2) *

1． 939 6
Capital 7． 486 2＊＊＊ 7． 486 2＊＊＊ 7． 486 2＊＊＊

2． 771 7 ( 2． 771 7，7． 486 2)

1． 687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5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BDI
( 1)

BDI
( 2)

labor T0 － 1． 632
labor T1 － 2． 459*

labor T2 － 3． 277＊＊

capital T0 0． 790
capital T1 － 42． 474＊＊＊

控制变量 YES YES
常数项 1． 653 － 1． 070＊＊＊

样本量 143 143
R2 0． 857 0． 80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首先，对门槛变量进行门限效应

的检验，对应得到的 p 值均为 0，因此

判定产业集聚( Agg) 具有显著的门槛

效应。然后，分别进行门槛值的检验

及确定，得到表 4。
根据显著性判断，劳动力流动被

产业集聚划分为三部分，对应两个门

槛值 1． 697 9 和 7． 486 2，而资本流动

仅对应一个门槛值 7． 486 2，被产业

集聚划分为两个子样本。确定好门

槛值后，最后进行门槛回归，得到的

结果见表 5。
结合确定的产业集聚的门槛值

可知，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劳

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平衡发展的抑制

性在增强。因此，可判定劳动力流动

与城市群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阶

段性的线性关系而非倒“U”型关系。
同理，在产业集聚划分的资本流动的

两个样本区间里，产业集聚水平未达

到 7． 486 2 时，资本流动 1 个单位的

提高对城市平衡发展具有 0． 79 个单

位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当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到 7． 486 2 以上时，资本流动反而对城市平衡发展起到了

较强的反向作用，每提高一个单位水平会带来城市平衡发展 42． 474 的下降，资本的作用对地区平衡

发展的作用要远强于劳动力，同时，参数方向、显著性证明资本流动与平衡发展呈倒“U”型关系。
然后，对假说 H3 中提出的产业集聚可能产生的中介效应、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回归结

果见表 6。
根据中介效应的模型设定对三个式子进行逐步回归，系数代入到 Sobel 检验公式计算得到的 Z 统

计量的值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认定产业集聚对劳动力、资本流动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然后由交

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值但并不显

著，而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且数值大于前者，因此判定产业集聚

作为调节变量加强了资本流动对城市平衡发展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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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

BDI Agg BDI BDI
Labor － 2． 417* 7． 789＊＊ － 1． 913 3． 288

( 1． 234) ( 2． 735) ( 1． 313) ( 10． 290)

Capital － 1． 667 1． 286 － 1． 583 20． 315＊＊＊

( 4． 512) ( 7． 167) ( 4． 096) ( 3． 505)

Agg － 0． 065 1． 318
( 0． 052) ( 2． 349)

Labor × Agg － 1． 362
( 2． 348)

Capital × Agg － 5． 455＊＊＊

( 0． 735)

常数项 0． 943 2． 362 1． 096 － 4． 070
( 1． 826) ( 3． 991) ( 1． 561) ( 10． 54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43 143 143 143
R2 0． 762 0． 264 0． 774 0． 8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7 不同城市等级下中心城市综合示范效应与平衡指数的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梯度 第二梯度 第三梯度

Distance 2． 515＊＊＊ 1． 906＊＊＊ － 0． 063
( 0． 822) ( 0． 640) ( 0． 574)

GOV 15． 229＊＊＊ 2． 097 － 0． 345
( 2． 227) ( 1． 538) ( 0． 710)

Finance － 0． 172＊＊＊ 0． 122 0． 262＊＊＊

( 0． 045) ( 0． 101) ( 0． 062)

Den 0． 004* － 0． 001 0． 001
( 0． 002) ( 0． 001) ( 0． 001)

常数项 － 4． 73＊＊＊ － 4． 361＊＊＊ － 1． 703
( 1． 199) ( 1． 378) ( 1． 057)

R2 0． 898 0． 886 0． 89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因此，对假说 H3 的修正为: 劳动

力流动与城市群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阶段性且负向相关的线性关系而非

倒“U”型关系，资本流动与平衡发展

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产业集

聚仅能作为调节变量加强资本流动对

城市平衡发展的抑制作用。
( 四) 异质性分析

由于检验假说 H1 和 H2 实证分

析所用的核心解释变量产业溢出效应

( Indust) 、投资溢出效应( Invest) 、消费

溢出效应 ( Consume) 均与中心城市的

综合示范效应( Distance) 有关，为后者

的交互项，且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平衡

发展指数表明明显存在三个不同梯度

的城市等级，第一梯度为高水平的北

京、天津，第二梯 度 为 中 等 水 平 的 唐

山、秦皇岛、石家庄、廊坊四个城市，第

三梯度为较低水平的邢台、衡水、沧州

等 7 个城市，因此从城市梯度角度进

行异质性分析，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

表 7 和表 8。
比较中心城市综合示范效应( Dis-

tance) 对应参数可知，等级越高的地级

以上城市，受到的中心城市综合示范

效应对平衡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越

强，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异质性。表 8
中，为方便比较不同等级城市单个核

心变量的参数大小差异，按城市等级

对不同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

回归。同样地，比较同一核心变量不

同等级城市的参数可知，等级越高的

城市，受到的来自经济引力( R) 、产业外溢效应( Indust) 、投资外溢效应( Invest) 对城市平衡发展的促进

效应明显越强，与中心城市经济引力相互作用越大的城市受到的正向效应更大，因此具有明显的异质

性。此外，与第一、第三梯度的城市相比，中心城市的消费外溢效应对于第二梯度的城市平衡发展水

平的提高具有明显较强的促进作用，在城市等级中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作用特点，也因此具有明

显的异质性。
因此，无论是来自中心城市的综合示范效应还是经济引力、产业外溢、投资外溢以及消费外溢，都

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平衡发展水平具有异质性。
六、结论及建议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北京作为京津冀城市群增长极的综合示范效应。当前，北京对京津冀城市群

内其他外围城市辐射效应的提高对城市群平衡发展的促进作用呈上升趋势，未来，要加快打造多区域

中心的大都市区、将北京通州、雄安新区打造成区域中心，让“两翼”向外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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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等级城市单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比较

变量 第一梯度 第二梯度 第三梯度

R 3． 833＊＊ 0． 681 0． 603
( 1． 328) ( 0． 826) ( 0． 652)

Indust 0． 886＊＊＊ 0． 253＊＊ － 0． 02
( 0． 261) ( 0． 112) ( 0． 103)

Invest 0． 824＊＊＊ 0． 236* － 0． 075
( 0． 278) ( 0． 123) ( 0． 107)

Consume － 1． 018 0． 230＊＊ － 0． 021
( 0． 624) ( 0． 096) ( 0． 0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第二，重视加强中心与外围的互

动关联，加强跨府际交流。中心城市

与外围城市的互动关联越紧密，越有

利于城市群的平衡发展。一方面，三

地政府要共同制定合理的产业协同发

展规划，打造并完善地方产业链，避免

地方产业政策的不衔接，解决中心产

业的转移与外围的产业对接问题。另

一方面，要打造多层级的京津冀协同

发展组织体系。
第三，建议以中央为主导、地方政

府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转移的同时，加

快建立人才共享机制。一方面，随着

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平衡发展的抑制性在增强，大都市人口的“年轻化”与三四

线城市人口的“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城市群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心城市需要加快推动以制造

业为主的企业转移，防止过高的产业集聚导致资本流动对城市个体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第四，利用政策的导向性，加快第三梯度城市的经济发展。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三个梯度等

级，北京、天津为第一梯度，第二梯度包括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廊坊，其他七个地级以上城市则处在

第三梯度，前面的分析表明，等级越高的城市，享受到的中心城市综合示范效应、经济引力、产业外溢、
投资外溢对平衡发展提高的正向效应越强，京津冀城市群三个不同等级呈现出等级越高的城市数量

越少，大多数城市在较低的第三梯度，因此必须要重视第三梯度城市的发展，增加第二梯度等级的中

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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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Central Cities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 Taking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GAO Xiaojun，GUO Han

( School of Economics，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44，China)

Abstract: As growth po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central ci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research，thre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
ter to the periphery，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 whole． After using global principal compo-
nent method to measur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ies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empiric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s made． The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 ( 1) The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index of all individual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an obvious“U”-
shaped relationship． ( 2) I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the external economic gravity between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industrial spillover effect from central city，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nvestment spillover effect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consumption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index of peripheral cities show a“U”-shaped correlation． ( 3) Labor mobi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lanced develop-
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a phased，negative linear correlation，while capital flow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have an
inverted“U”-shap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an only be used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o strengthen
restraining effect of capital flow on urban balanced development． ( 4)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he city，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s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effect，economic gravity，industrial spillover，and investment
spillover on balanced development，while the consumption spillover effect from the central cit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balanced level of cities in the second gradient，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small at both ends and big in
the middle”．

Key words: central city; balanced development; spillover effec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ity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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